
作者简介:刘建平(１９７８—),哲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

问题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２０１６年度重大规划项目“中华美学精神与２０世纪中国美

学理论建构”、２０１５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乡土文学论战’视域下台湾文学‘主体性’问题研究”的

阶段性成果.

　　　　

«学术界»(月刊)

总第２３１期,２０１７．８

ACADEMICS

No．８Aug．２０１７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思想研究〔∗〕

○ 刘建平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徐复观在２０世纪的离乱之世中所把握到的中国文学精神就是“文以载

道”的精神,“文以载道”不是以文学为政治服务,而恰恰是以“道统意识”对抗“治统意

识”,以文学来唤醒社会民众、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生命,并由此重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

家园.徐复观重建中国文学精神仍然是以“文以载道”“艺以载道”的政治社会学作为文

学价值指向的.“文以载道”将德性内化于文学中,忽略了个体的内心感受而倾向于社

会层面上的话语生产,这就使它难脱“工具”的特性,这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如何走

出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历史命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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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古代常称作“诗”,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政治、宗教

的文献,而非个人的抒情作品.到了先秦的«国风»时代,古代氏族社会相继解

体,各种艺术相继从宗教祭祀中解放出来走向独立,诗也就不再是宗教、政治的

记事文献了,“诗言志”就兼有记事和抒情之功能.“文以载道”说代表着中国文

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儒家“诗,可以怨”经过屈原、司马迁、柳宗元等人的发扬,最
终由宋代新儒家周敦颐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命题,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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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认为后世文人“以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怨’,象征着

他们自身的‘怨’;以屈原的‘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的悲剧命运,象征着他们自身

的命运.”〔１〕徐复观将“文以载道”看作是儒家思想在文学上的落实,并将其作为

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呈现.他在庄子美学之外,强调以文学来唤醒社会民众、传
承民族文化的价值生命,重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一、文学———儒家美学的落实

魏晋时期“文的觉醒”之后,中国文学继承了上古儒家乐教的艺术精神,而成

为儒、道、释三家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学,自西汉后,几乎

都受有儒、道两家直接与间接的思想影响.六朝起,又加上佛教.”〔２〕他独具慧眼

地拈出了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并把文学作为“中国艺术精神”展开的一条重要

线索.
儒家思想落实于文学,首先就表现在加深、提高、扩大作者的感发和文学的

意境上,这种感发主要体现为文学中作者生命力(气)的贯注,“指明作者内在的

生命向外表出的经路,是气的作用,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中最大的特色.”〔３〕它

一方面发而为“文以气为主”的文学之道,另一方面气又是文学与人之间的一种

重要联结点.中国文学重气的传统,应该源自于儒家.儒家的“气”有两层含义,
一为构成万物生命的始基,另一为精神气质、精神境界,儒家的“气”显然侧重后

一层涵义.«孟子»提出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

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

公下»)的“大丈夫”人格,这种“大丈夫”人格的核心就是“善养浩然之气”(«孟子

公孙丑上»).这种“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对中国知

识分子的影响更多地落实于人格修养和道德生活上,而对中国文学、艺术则产生

了间接的影响,苏辙认为孟子和司马迁的文章“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

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在魏晋玄学的影响

下,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陆机撰写了«文赋»,开始把“气”引入文学艺术理论

之中,〔４〕后世甚至认为,只有艺术家善于养“气”,才能使创作的艺术作品有“生
气”,“诗文之妙,非命世之才不能也.惟养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始能驱一世

而命之也.”〔５〕甚至人品气质,也影响到艺术作品的风格,“是故其气盛者,其文畅

以醇;其气舒者,其文疏以达;其气矜者,其文砺以纰.”(邵长衡:«与魏叔子论文

书»)正是儒家美学这一追求“充实而有光辉”的审美理想影响到了中国文学,使
其追求一种气韵生动的“生气”之美.

其次,儒家思想在文学上的落实,主要表现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的形

成,“儒家由道德所要求,人格所要求的艺术,其重点也不期然而然地会落到带有

实践性的文学方面———此即所谓‘文以载道’之文.”〔６〕“文以载道”主要强调由

“道”与作者生命自然的融合,发而为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自然融合,以此达到文章

的最高境界.“道”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内涵,有儒家之道,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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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道,还有佛家之道,那么,“文以载道”的“道”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徐复观所

说的“文以载道”的“道”主要还是儒家的“道”,他说:“‘文以载道’的‘道’,实际是

指个性中所涵融的社会性,及对社会的责任感.”〔７〕“古文家的‘文以载道’,指的

是儒家的道只有儒家对现实人生社会有正面的担当性.”〔８〕这种解释有其合

理性,但不够准确.儒家的“道”既有伦理道德的形下涵义,又有“天道”、天理的

形上意味,二者是不能截然两分的,“文以载道”也就是通过文学透显生命,达于

理想.道家之道虽然也有人格修养的意义,但徐复观认为“一个人,当他在感情

的某一点上,直浸到底时,便把此点感情以外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忘掉了,也略近

于道家所要求的虚静状态.但这种性情之真,是隐现不常的,所以这种诗人常只

能有一首两首、一句两句使人感动的诗,而决不能成为‘取众之意以为己辞’的伟

大诗人,因为他缺乏人性的自觉,因而没有人格的升华,没有情感的升华,不能使

社会之心约化到一己之心里面来.”〔９〕“道”也就是民族的文化生命和社会的责任

感.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分析,徐复观认为刘勰在«原道»篇中所要还原的

“道”是儒家之“道”,他说:“道之文向人文落实,便成为儒家的周、孔之文.于是

道的更落实、更具体的内容性格,没有方法不承认是孔子‘熔钧六经’之道,亦即

是儒家之道.”〔１０〕通过对杜甫诗的分析,徐复观认为杜甫之所以能上继«风»
«骚»,下开百代,是因为他把整个的生命投入到对时代的责任感里面,他说:“古
今中外,断乎没有与时代痛痒不关,而能成为一个像样子点的诗人、词人的.这

才是中国近代出不来一个真正大诗人、词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１１〕而从整个中

国文学史上看,凡是以自己的心灵与时代相融合,因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作

品,便不会是过眼云烟,而能永垂不朽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体现了儒家美学

的核心精神.
再次,儒家思想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为“文如其人”的批评理论的成熟.什

么是“文如其人”呢? 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文如其人,即由艺术作品可以把握到

一个人的心性、心灵;二是人如其文,一个艺术家的人格、心灵可以通过艺术作品

得以显现和印证.从本质上讲,文是反映人的,而人是印证文的.文与人如不相

符相应,则文为“托之以空言”、无病呻吟的伪文,人则为“口惠而实不至”、虚言以

欺世的伪君子.文与人的这种相互映照、印证的关系,使得中国艺术家一方面注

意艺术修养中的“文饰”,另一方面又“修齐以立诚”,艺术家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

人格来立言,以生命为自己的作品作证,徐复观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

中,总认为做人的境界与作品的境界分不开.”〔１２〕作者人格修养的境界越高,他
就越能将作品提升到一个高超的境界,越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艺术的境

界,也就是由人格修养而来的精神所达到的层次,“取境的大小和作者精神境界

的大小,密切相连;作者精神境界的大小和作者人生的修养、学力,密切相

连.”〔１３〕这就是中国文学由人品以确定“文品”的品鉴传统.
海德格尔通过梵高的«鞋»这幅作品,发现存在者之真理在其中发生了,而

“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作品的产生,他就像一条在创作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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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消亡的通道.”〔１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及«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等著作中,海
德格尔还多次表达类似的思想,“一首诗的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

和诗人的名字.”〔１５〕而在中国艺术传统中,艺术家才是作品生命和价值的来源及

最终的归宿,徐复观认为:“艺术的究竟义是要表现一个人的人格,并且是要通过

艺术而使人格得到充实、升华,升华到可以从一个人的人格中去看整个世界、时
代.”〔１６〕他通过对赵松雪的分析,体验到赵氏“冲澹简远”的绘画后面是作者真纯

的人格;他以“清”来品评赵松雪的艺术心灵,认为赵氏由一颗晶莹澄澈的“清”的
心灵与客观世界相融相即,“由心灵世界之清,而把握到自然世界之清,这便形成

了他作品之清.”〔１７〕也就是说,以艺术家为中心还是以艺术作品为中心正是中西

艺术品评系统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徐复观一方面继承了来源于以«诗经»为代表的史官文化系统中的历史意识

和现实主义立场,高举“文以载道”的旗帜,对儒家“可以怨”的文学传统特加表

出,另一方面又融合了以«楚辞»为代表的巫官文化系统中的批判意识来完成新

的文学精神的建构,这是他结合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而对中国文学精神作出的

新的诠释.

二、“文以载道”———中国文学的主流

在历史上,“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南朝谢赫«古画品录»云:“图
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夫
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宋朱熹云:“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

写出,文便是道.”(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文以载道”对中国文学的自觉、
自律和发展成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艺术不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活动,它不只

是关注风格、技巧和形式转变,同时还应该在艺术作品中传达出人性的经验,“文
以载道”的观念就表达了艺术与人性经验的这种关联.

首先,“文以载道”是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本条件.徐复观批判了白先勇的“社
会意识过剩,以致贬低了艺术的独立性”的观点,〔１８〕认为恰恰是社会意识,也就

是文学中的这种道统意识和责任意识,才是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源,他说:“若说这

是文学中的功利主义,则这种功利主义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传统.”〔１９〕而

后世却以艺术性的要求,对文学的这种根源加以忽视和否认,这是中国文学发展

中的迷失,徐复观认为:“«史记»中史公自言‘流涕’、‘垂涕’者各一,言‘废书而

叹’者三.像这类由时代冲击而透入于历史中所流的眼泪和叹声,岂仅是个人遭

遇所能解释? 而后来的文学家,却只当作一种文章腔调去加以领会,便更思隔千

里了.”〔２０〕这种以儒家的中和、温柔敦厚的审美趣味诠释文学的倾向,使“文以载

道”的批判精神流于散漫虚无.
在“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中,最大的问题便是对“温柔敦厚”的误解.徐复

观严厉批判了«礼记正义»里对“温柔敦厚”所作的“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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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的解释,认为这是长期

专制淫威下形成的苟全心理的解释,它使得中国文学中怨刺、载道传统逐渐被一

种乡愿性格的诠释模式给消解了,徐复观指出:“对于这类大利大害的问题,而依

然假温柔敦厚之名,依违苟且,诗道之衰,正由于此.”〔２１〕中国文学中的“温柔敦

厚”并不是指审美效果,而是指艺术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情感太过于激烈,无法进

行艺术创作;情感太过于萧瑟冷淡,也无艺术创作的冲动,“温柔敦厚”即是指一

种适当的、有控制的创作心理状态.事实上,钱钟书所说的“‘发’而能‘止’,‘之’
而能‘持’,则抒情通乎造艺,而非徒以宣泄为快”〔２２〕正是孔子所说的“温柔敦厚”
的情感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激烈的情感、温柔的情感、乡愿的性格、狂狷的性格

都融为一炉,这就构成艺术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徐复观说:“在反省中发现了

无数难以解脱的牵连,乃至含有人伦中难言的隐痛.感情在牵连与隐痛中挣扎,
在挣扎中融合凝集,便使它热不得、冷不掉,而自然归于温柔.由此可以了解温

柔的感情,是千层万叠起来的敦厚的感情.”〔２３〕尤其是怨愤的情感,对文学艺术

的创作更是具有重要的作用.〔２４〕«礼记正义»对“温柔敦厚”乡愿性格的诠释使

“文以载道”陷入教条化、空虚化,它不仅不能加深文学的境界,反而成为文学向

前发展的束缚,成为中国文学精神衰落的根源.
其次,“文以载道”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标志,徐复观认为:“中国把文学从作为

道德、政治之手段的附属地位解放出来,而承认其有独立价值的自觉,可以用曹

丕的«典论论文»作代表.”〔２５〕他认为陆机在«文赋»中的“伊兹文之为用,固众

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  被金石而德广,流管絃而日

新.”〔２６〕较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更言切而意深,这可以说是“文以载道”
的深入展开.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

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愈:«答尉迟生书»)周敦颐则在«周子通书文

辞»中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韩愈的“文以明道”出发点是

“文”,也即文章应该有丰富而充实的内容;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的出发点是

“道”,文章只是“道”的载体,徐复观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由«尧
典»的‘诗言志’,到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都是此物此志.其中把创作

的动机、历程说得最完全的,莫如王褒所引«诗传»的‘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
积而后满,满而后作’的几句话.”〔２７〕“文以载道”可以说是“诗言志”走向自觉的

必然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文以载道”引发的“文的自觉”,其实就是艺术家主体意识和

道德意识的觉醒,它由于过分强调了文学的道德价值而沦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这
种观点部分地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温柔敦厚”乡愿性格的诠释方式正是

专制统治扭曲中国文学精神、摧毁中国文学真生命的重要表现.什么是教化呢?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认为,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

质存在,〔２８〕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它摆脱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某些

东西,而成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人就其本质而言就不是他应当是的东西,因此人

—４５１—

学术界２０１７．８学人论语



类需要教化.伽达默尔则说:“教化作为普遍性的提升,乃是人类的一项使命.
它要求为了普遍性而舍弃特殊性.但是舍弃特殊性,从否定方面说,就是对欲望

的抑制,以及由此对欲望对象的摆脱和驾驶欲望对象客观性的自由.”〔２９〕教化的

目的,是为了达到自由,而不是反被束缚.艺术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

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也就是既把自然状态加以升华,又在文明的层面复返于自

然,这才是教化.构成教化本质的并不是单纯的异化,而是理所当然地以异化为

前提的返回自身,这种精神的转变不是断裂,而是向普遍性的提升过程.
再次,“文以载道”是文学在艺术上的重要发展,徐复观认为:“由道德心的培

养,以打通个性与社会性中间的障壁的.这是儒家在文学方面的基本要求.”〔３０〕

这种“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的情感有合于艺术家个性的一面,当然也有超越于

艺术家个性的一面,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通过别具个性的艺术表现方式去

“载道”.“道”是文学成立的根源,而个性则是文学的生命力之所在,艺术家的个

性和艺术作品中的道不是两分的,而是一气贯注、血肉相连的,由提高人以提高

作品的养气的工夫,是中国艺术家最根本的工夫,所以徐复观认为,“(文以载道)
总体来说必然会加深文学创作的动机,提高文学创作的素质,把中国文学的发展

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３１〕缺乏个性和道德情感的艺术作品,而仅仅以某种使命

感、责任感为圣人立言,艺术家往往是被动的、缺乏生气的,也容易使欣赏者产生

心理疲劳和厌恶感.徐复观严厉批判了那些认为艺术与道德不相容的人,“殊不

知道德的教条、说教固然不能成为文学,但文学中最高的动机和最大的感动力,
必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与艺术精神,是同住在一个人

的情性深处.”〔３２〕这就把握到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正途.
徐复观认为儒家“文以载道”对文学的束缚主要不是儒家思想的过失,而是

专制政治之过,“其实,真正束缚文学发展最大障碍的,是长期的专制政治.”〔３３〕

“在专制之下,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贬逐饥寒弥满于前后之间,以设定人类良心

所不能触及的禁区,凡是最黑暗、最残暴、最反人性的,禁区的禁愈严,时间一久,
多数人变麻木了,有的人变为走向反面的爬虫动物了.”鉴于此,徐复观认为要将

中国文学精神从这种衰蔽、虚无的状态拯救出来,就必须彰显悲愤的文学传统,
他说:“所以今日之诗,恐非新旧的问题,而是如何将由专制政治所变形之表现方

法,一洗旧染之污,使所谓诗人者敢面对现实,以适合于自己之气质者发抒其感

情的问题.”〔３４〕这是先秦儒家的真精神,也是中国文学的生命之所在.

三、中国文学精神之缺失

不同的艺术类型需要不同的表达方式.宗白华说音乐是最高的艺术,就在

于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是合一的,所以音乐是最有表现和感染力的艺术,也成为最

容易被人欣赏和接受的艺术,这一点和书法是十分接近的.绘画的内容要受到

形式的制约,绘画的突破往往直接表现为形式的创新.而文学又不同于音乐和

绘画,从形式决定内容这方面看,文学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文学的创作就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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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徐复观认为,受儒家艺术精神支配的文学、诗歌道德说教的意味,遮蔽了

其艺术上的审美意味而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失去了其讽谏的现实意义;从内容

决定形式来看,文学还具有非艺术的一面,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只是政治

和宣传的工具.
从儒家“中和”“温柔”的趣味上看,中国文人在专制统治之下,偏好文学的抒

情性,对社会、人生缺乏深刻的反省意识,郭沫若说:“东方人对于文学喜欢抒情

的东西,喜欢沉潜而有内涵的东西,但不要伤于凝重.那感觉要像玉石般玲珑温

润而不像玻璃,要像绿茶般于清甜中带点涩味,而不像咖啡加糖加牛乳.”〔３５〕在

这种审美趣味的影响下,儒家“可以怨”的传统日益走向了消极的抒情、感叹和虚

无主义,从而不能在人性的深度、厚度的开拓上作出积极的贡献.对这一点,郎
擎宵在评价庄子的文学价值时,曾借顾实之言加以表出:“庄子与孟子俱染受战

国之风,而英迈豪隽之气,自有不可当者,故发露其激越之感情,不少顾惜.竖说

横论,而痛言快语,毫不藏锋芒,两者全类似,但以人种之差异,与南方之天然,使
庄子更比孟子成就文学之价值.”〔３６〕此论可谓一针见血.

明、清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人性解放的思潮,在艺术上也出

现了对儒家审美传统的批判与反思.袁宏道非常推崇«离骚»的批判精神,“且
«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啄,不揆中情,信谗赍怒,皆明示唾骂,
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 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

伤者?”(袁宏道:«叙小修诗»)«离骚»体现了楚风之美,打破了儒家“中和”之桎

梏;清郑板桥也对儒家的“温柔敦厚”提出批判:“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
«庄»«骚»、杜诗、韩文是也而世间娖娖纤小之夫,专以此为能,谓文章不可说

破,不宜道尽,遂訾人为刺刺不休.夫所谓刺刺不休者,无益之言,道三不着两

耳.”〔３７〕杜维明也认为:“真正在知识分子的心灵里发生化学作用、引起很大威力

的是另外一个传统,我叫它悲愤的传统.”〔３８〕徐复观一方面通过对“文以载道”
“温柔敦厚”的辨正,对儒家美学进行了新的发掘和还原;另一方面徐复观又清醒

地看到,儒家的艺术精神经过孔子对«诗经»“思无邪”的诠释以及«礼记正义»对
“温柔敦厚”的注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批判、怨愤、抗议的精神自汉代以后就日

益湮没在专制的淫威之下,他痛心地说:“民国以来可悲可痛之事万千,而对此现

象之发抒之诗篇不见一二«诗变风变雅»中,很露骨地讽刺现实,甚至于

是咒骂现实的诗,不在少数.孔子删«诗»,都要把这一类的录而存之,使人便于

讽诵.”〔３９〕因而,要重建“中国艺术精神”,就是要在还原儒家真精神的基础上,贴
近时代的现实去发现新的生命.徐复观在２０世纪的离乱之世中所把握到的中

国文学的精神就是这种“文以载道”的精神,“文以载道”不是以文学为政治服务,
而恰恰是以“道统意识”对抗“治统意识”,以文学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生命,以文

学来唤醒社会民众、重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徐复观重建中国文学精神仍然是以“文以载道”“艺以

载道”的政治社会学作为文学价值指向的.“文以载道”将德性内化于文学中,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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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个体的内心感受而倾向于社会层面上的话语生产,这就使它难脱“工具”的
特性.徐复观没有对文学中怨愤、批判传统的这种伦理—艺术的两面性作出区

分,这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如何走出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历史命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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